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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额外性视角政府补助对企业合作创新的驱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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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 2010—2018年中国沪深 A股 490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行为额外性视角，研究政府补助对企业合作创新

的驱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公司治理与要素市场因素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第一，政府补助可从资金、信号、项目三方

面作用驱动企业合作创新的形成；第二，公司治理水平越高，政府补助驱动机制越能得到有效放大，从而进一步驱动企业间合

作创新；第三，所在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越高，市场资源配置越加合理，企业更加倾向于采取 R&D活动来获得超额收益，政府补

助也越能发挥更好的资源引导驱动作用。本文的研究发现为全面了解政府补助作用机制、调控政府补助实施效果及促进制造

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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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企业创新是促进产品升级、产业优化的关键要素，是国家经济发展、提升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

务院、科技部先后印发《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全面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意见》《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

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等相关政策与意见，加大政府补贴、财税支持的力度与作用，引导企业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政府补助作为主导干预政策减轻了 R&D投资不足导致的市场失灵，帮助企业获得资金与资

源，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扩大创新产出，为企业创新带来激励效应（王昀和孙晓华，2017；Jin et al，2018）。

然而道德风险的存在，政府补助有时也会挤出企业研发投入，带来抑制效应（Yu et al，2016）。同时回顾相关

研究可以发现，大多数学者主要从投入、产出视角评估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带来的影响（Beck et al，2016），较

少关注政府补助在行为额外性方面给企业带来的影响，尤其是企业合作创新行为。而随着当今市场竞争日

益激烈，研发创新不断知识密集化、跨专业化、复杂化，再加上有的企业规模较小，没有完善的研发体系，仅靠

企业自身能力与内部资源不能够满足企业创新在技术知识资源等方面的需求，企业需要从外部获得技术、知

识相关资源（Leiponen 和Helfat，2010），企业合作创新将成为企业创新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近年来国外学者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对此进行了研究。大多数的国外研究学者都提出政府补贴会

给企业带来合作创新行为倾向的变化，如果企业获得政府补助，企业会由于增加了资源，增大合作创新倾向

（Kang 和 Park，2012；Cantabene 和 Grassi，2019；Bianchi et al，2019）。这些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探讨政府补助与

企业创新行为额外性、合作创新奠定了基础。因此，在学者大力关注政府补助对企业 R&D投入、产出的影

响，忽略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行为额外性效应的背景下，本文旨在探讨以下问题：制造业上市公司所获得的

政府补助是否会对企业创新带来行为额外性方面的影响？是否会驱动企业合作创新的形成？政府补助在其

中的驱动机制是怎么样的？其次，作为内部治理机制的公司治理，在政府补助与企业合作创新关系中，其如

何作用于政府补助，放大政府补助效应进而驱动企业合作创新的产生，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同时重要的外部

市场环境因素——要素市场又会对政府补助与企业合作创新之间产生怎样的影响机制？为回答以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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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以 2010—2018年中国沪深 A股制造业 490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行为额外性视角，分析政府补助驱动

企业合作创新的机理，并探讨公司治理与要素市场如何调节政府补助与企业合作创新之间的关系。

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一是从行为额外性视角基于信号传递理论探讨政府补助对企业合作创新的驱动

机制。已有研究主要探讨其对 R&D投入与产出的影响，少有从行为额外性视角，探究政府补助对企业合作

创新的影响效应，而随着创新愈加高技术化，合作创新将成为企业不可避免的获取外部技术从而实现自身长

久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对企业合作创新的探究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的作用路径，帮

助政府获取相关信息及时调控补助方式与力度，出台更适宜企业的补贴政策，促进制造企业的转型升级；二

是从内部公司治理与外部要素市场双重视角，探索公司治理与要素市场化因素在政府补助与企业合作创新

之间所发挥的调节作用。已有学者选取了治理结构中的股权集中度、董事会规模等相关因素探究其在政府

补助与创新中的调节作用，发现影响方向不一，股权集中度弱化了政府补助的作用（李健等，2016），董事会规

模强化了政府补助的作用（任鸽和孙慧，2019），而本文认为公司治理是综合性、多元化的，不能用单一的变量

来进行衡量。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法从综合角度看待公司治理水平，探究公司治理水平的高低对政府补助效

应起到的调节作用。同时，政府补助作用机制不仅受到内部治理环境影响，外部市场环境因素也不容忽略，

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会对政府补助作用机制与企业创新起到重要影响。

二、文献回顾

政府补助作为国家支持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弥补市场失灵的有利政策工具之一，引发了学者们的广泛关

注。现有研究主要从投入、产出视角出发，探索政府补助是否刺激企业的 R&D投资或产生更多的创新产出。

部分学者认为政府补助的资金迟滞降低了企业研发成本与资金压力，使得企业创新得以持续进行（佟爱琴和

陈蔚，2016）；同时政府的支持也吸引了潜在的外部投资者，增强了企业创新积极性，企业 R&D投入增多、

R&D成果产出规模增大（Wang et al，2020；张杨勋和周浩，2020）。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有

“挤出效应”（Thomson和 Jensen，2013）。相比政府对企业取得巨大创新成果的期待，创新成果的不确定性及

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企业产生“侥幸心理”，挪用创新补助款项或更青睐将资金投入到周期短、回报快的项目

（李传宪和黄丽，2019）；加上当前政府监管体系的有待完善，企业存在一定的寻租空间（张兴龙等，2014）。可

以看出，政府补助对创新投入、产出的效果还有待进一步讨论，且在对 R&D支持效应的研究中，行为额外性

通常被忽略，政府补助所产生的行为额外性尚未得到充分研究。

行为额外性最早作为一个补充概念出现，即研发补贴计划可以帮助企业获得的态度、技术和能力

（Bruisseret et al，1995）。Georghiou 和 Clarysse（2006）最早系统阐明了从行为额外性角度评估公共 R&D补贴

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研究方法与相关案例。Georghiou和 Clarysse（2006）提到额外性是公共财政中一个重要的

概念，它解决了在政府干预下公共财政支持是否会导致新的 R&D活动而不是取代私人支持的问题，其将行

为额外性定义为政府干预导致的企业行为差异。随着研究的深入，行为额外性通常被用来捕捉由于政策干

预而导致企业行为短期和长期的变化。不同类型的额外性被用来反映这些变化：项目、规模、范围、网络、后

续和管理附加性（Clarysse et al，2009）。而创新过程的知识密集性与复杂性使得企业需源源不断的储备更新

技术知识，企业研发合作是重要的知识获取途径之一。Manuel et al（2016）认为企业合作创新是分享信息的

适当工具，使企业之间知识互补，降低 R&D不确定性，并能够将 R&D溢出效应产生的外部性内在化，提高创

新水平。这也引发了国外多位学者关注政府补贴对企业带来的合作创新方面的行为额外性变化。如

Bianchi et al（2019）从信号理论视角提出政府补贴是技术合作的双重信号，认为受补贴的公司向外界传达了

指示信号和质量信号，有利于促进企业间技术合作行为的产生；Love et al（2014）、Roper et al（2017）多名学者

在对爱尔兰、英国等多个国家进行研究之后，也发现政府支持导致了企业间更大的合作，从合作中企业获得

了更多的创新产出。这些研究有助于更全面的了解 R&D补助的影响，帮助政府进行政策优化、企业做出决

策，但当前政府补助对合作创新的驱动机理尚不明确，在公司治理与要素市场的特定情境下政府补贴驱动作

用的变化也尚不明晰。因此，相比侧重于通过投入或比较得到与没有得到政府支持的公司创新成果来评估

补贴产出效应，且在这两种情形下因果关系都没有被检验的结论下，通过行为额外性视角，可以对企业的动

态能力进行深入研究，这有助于解释政府干预的效应且研究效果大于狭窄的投入产出研究视角。据此，本文

从行为额外性视角来探讨在我国制造企业中政府补助对企业合作创新的驱动机制。

24



蒋樟生等：行为额外性视角政府补助对企业合作创新的驱动机制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行为额外性视角政府补助对企业合作创新的影响
从行为额外性视角来看，政府补助的存在会为企业间合作创新的形成带来多方面的驱动作用。一方面，

受到政府补助的企业向外界发出企业创新能力获得政府合法认可的市场信号，减轻企业与投资人之间信息

的不对称（李颖等，2018），向外界表明自身实力、受到国家政策支持，为外界私人与机构投资者提供了利好信

息，有助于提高外部投资者对企业的青睐，促进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拓展资金来源渠道（Li et al，
2019），提高企业创新意愿，从而加大创新投入力度，扩大创新规模，而创新规模的扩大需要更多的知识、技术

资源支撑，企业寻求合作创新倾向将会增加；另一方面，政府补助作为最直接的资金支持首先解决了企业资

金缺口的问题，补充了企业研发资金的需求，减轻企业研发投入压力（成琼文和丁红乙，2020），使得企业有能

力支付合作成本，同时因企业双方信息获取不完全，在企业选择合作伙伴的过程中，精准准确的找到满意的

合作伙伴概率较低，而获得政府补助就为企业向潜在合作伙伴传递了质量信号，表明自身实力从而吸引企业

搜寻，同时依据是否获得政府补助这一条件也是筛选合作伙伴的有效方式，大大提高了企业寻找合作伙伴的

成本与效率，驱动了双方合作的有效形成（Chapman et al，2018）。

另外通过执行政府补助项目，企业积累了经验，增加了知识多样性的储备，这些储备为企业提供了识别、

吸收创新所需的技术领域外部知识的更大能力（Lee，2011），降低了交流、吸收知识的成本，也增强了企业跨

领域搜索不同外部合作伙伴的能力，从而识别潜在有价值的发展（Zhang，2016）。受补贴的项目在结束之后

还可能为企业创造新的机会，Hottenrott和 Lopesbento（2016）指出企业的 R&D补贴项目结果为后续的研发提

供了信息与走向，保持了研发的持续性，会进一步刺激企业扩大合作的广度。综上所述，从行为额外性视角

来看，政府补助通过传递市场、质量信号等多方面驱动企业展开合作创新。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政府对企业创新的资金奖励越高越能驱动企业间合作创新的形成（H1）。

（二）公司治理在其中的调节作用
公司治理，是指所有者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与制衡机制，主要通过股东大户、监事会、董事会等治理结构

来界定和监督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制衡董事会、高管层、监事会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使

得公司有效运转实现从而相关利益者的利益最大化（谢海娟等，2020）。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随着规模扩大，

产权分离，所有者无法详细获取企业经营情况。而研发创新一直是高风险、高回报期的存在，短期内对企业

绩效没有明显的作用，作为被委托管理的管理层会存在为了自己的职位与业绩发展，对 R&D投入产生短视，

将政府资金用于次优 R&D项目或短期研发项目（Honore et al，2015；Liao和 Lin，2017）。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提

出者弗里曼认为任何一个企业的经营发展都离不开各利益相关者的投入与参与，企业应该追求的是共同利

益，而不是极个别主体的利益。

此外，在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中，政府补助是一种无偿的补贴，即使政府监管制度再完善，也难免会出现

企业为了自身利益，将资金挪作他用或为了持续获得政府补贴多用于短期研发，忽视长期创新。而好的公司

治理水平首先可以使企业经营管理透明化、信息化，有助于外界对公司水平的评估（Pindado et al，2015），提

高企业获得外部投资概率，从而加大 R&D投入，提升 R&D资源的有效配置（Hasan et al，2015），放大政府补

助对企业合作创新的作用机制；也有助于外部对企业 R&D过程的监督，从而提高企业创新产出。其次，高质

量的公司治理通过机构投资者、董事会、监事会的监督，可及时了解企业情况，在大局上整体把控，遏制管理

层目光短浅的现象（Munari et al，2010），提高政府补助利用水平，确保利益相关者共同利益，从而提升企业创

新水平。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公司治理调节政府补助与企业合作创新之间的关系，当公司治理水平越高，政府补助对企业合作创新的

驱动作用越大（H2）。

（三）要素市场在其中的调节作用
首先，要素市场作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必要条件，其发育程度的好坏将影响企业

R&D的积极性与政府补助的实施效果。当要素市场化程度落后于产品市场化进程时会发生要素市场扭曲

（Chen et al，2014），这将削弱市场资源配置，降低企业创新意愿，减少 R&D创新投入。要素市场扭曲会致使

市场人力要素价格失真，导致企业追求低成本人力项目投入，从实体投资领域转移到寻租领域，侵占企业创

新资源，挤出企业 R&D投入，减弱寻求政府补助进行 R&D的积极性；同时人力要素价格偏低表明人均可分

配收入不高、创新人才福利得不到保障，抑制了市场需求，会降低企业创新活动发生频次（李平和季永宝，

2014；戴魁早和刘友金，2016）。相反，要素市场化程度高时，市场资源配置机制较为完善，资源由市场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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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要素价格不再失真，企业倾向于增加创新投入来获得超额回报，积极寻求政府补助资金的支持，这将有

效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与政府补助实施效果。

其次，要素市场化程度低时企业往往得不到资本要素的有力支持。地方政府着重于政绩，对要素控制权

大，更青睐经济回报快、风险性低的项目，导致金融机构、信贷部门不愿投资高风险、高投资的创新项目，抑制

了企业 R&D活动的产生（白俊红和卞元超，2016）。这一事实也使得企业倾向于与政府关联寻租来获得超额

收益，而不愿投资创新项目来获得超额利润（姚惠泽和石磊，2019），得到的政府补助也会转移到寻租活动中，

挤出 R&D创新投入，使得企业 R&D活动停滞不前（杨洋等，2015）。

再次，由于要素市场扭曲，外部投资者会对政府补助释放的信号更加谨慎小心的辨别，加剧了与企业之

间的信息不对称，削弱了政府补助的正面信号传递作用。相反，要素市场化程度高时资本要素环境宽松，政

府眼光长远，更易青睐创新项目，信息不对称性下降，企业易获得政府与金融机构等多方资金与资源支持，更

愿意加大 R&D投入获得投资收益，而不是寻租收益，政府补助引导企业创新效果更好。

最后，据樊纲《中国市场化指数报告》要素市场化程度指标显示可从金融市场、人力资源、技术成果市场化

三方面衡量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要素市场化程度愈高，环境中金融、人力、技术资源愈加丰富。宽松的金融市场

环境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获得 R&D资金支持（张梦婷和钟昌标，2019），人力资源的充足供应也有利于企

业寻求高素质人才，提高创新成功概率，而完善的技术成果化制度意味着更加规范的研发成果商业化流程，刺

激企业转换创新成果，政府补助更能充分发挥信号作用引导市场资源流入企业（戴浩和柳剑平，2018）。

综上所述，要素市场发育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资源配置与政府补助利用水平的高低。基于此，本文提

出以下假设：

要素市场调节政府补助与企业合作创新之间的关系，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越高，政府补助对企业合作创新

的驱动作用越大（H3）。

基于以上的研究假设，构建政府补助对企业合作创新作用路径及公司治理与要素市场在其中的影响路

径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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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政府补助驱动企业合作创新的作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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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对象为中国沪深 A 股上市的制造业上市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 2012年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

分类指引》将制造业 C13~C43等 31个大类作为基本样本，剔除标识有 ST（连续两年亏损）、*ST（连续三年亏

损）的企业及严重缺失数据的上市公司，得到了 490家中国沪深 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进入模型。由于企业联

合创新专利数据更新到 2018年，加上政府补助对企业产出有滞后影响，对自变量数据做了 t-1处理，真正进

入模型的数据区间涉及 2010—2018年。其中，专利申请数据取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数据库，

资产收益率、董监高持股、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规模、高管层规模取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政府补助、

总资产、员工总数、研发投入、技术人员数取自同花顺 iFinD金融数据终端，要素市场化数据取自樊纲《中国

市场化指数报告》。经过上述整理筛选，最终得到我国沪深 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 490家 2010—2018年的平衡

面板数据共 3920个观测样本。

（二）变量定义
1. 因变量

已有文献研究显示衡量企业创新的具体指标主要包括研发费用、研发人员、产品销售及专利数量四大类

指标（Cornaggia et al，2015），其中研发费用与研发人员这两类指标主要衡量企业创新投入，产品销售及专利

数量这两类指标主要衡量企业创新水平。专利申请数量能够在一定程度反映企业创新水平，而且从专利申

请到专利获得授权通常需要 1~2年的时间，专利申请数量更能反映企业当期创新水平（李习保，2007）。同时

考虑到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种专利中发明专利最为主要，发明专利申请及授权情况能够有效反映企

业知识产出的能力，能准确衡量企业创新的实际水平。而且从行为额外性视角出发，政府补助对企业合作创

新的驱动作用将会刺激更多的联合创新产出。因此采用当年联合申请的发明专利数量 CIP衡量政府补助对

企业合作创新的驱动作用。

2. 自变量

研究的自变量为政府补助 GOV。由于企业创新总是伴随着高投入、高回报期、高风险性，还面临着资金

短缺、市场失灵等问题，政府补助作为政府的直接支持与干预，被视为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矫正市场失灵

问题的重要手段。考虑到研究内容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对政府补助的衡量，主要基于企业对外通报的营

业外收入明细中的政府补助额度 GOV（Guo et al，2016）。

3. 调节变量

研究考虑内外两个调节变量，调节变量之一为公司治理，主要从公司治理水平的高低来探讨。公司的治

理直接关系到企业信息是否透明、是否会以长远的发展决定公司战略，好的公司治理水平有助于企业加大研

发投资，更有效的利用政府补助。同时公司治理水平是一家企业综合治理的体现，用单一变量衡量显然是片

面的。本文从股东治理、管理层治理、员工治理三个层面选取了股权集中度、机构投资者、董监高持股比例、

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高管层规模、高管层薪酬、受教育水平、员工人数 9个变量构成公司治理评价体

系。这 9个指标是所在层面极富有代表性的指标，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所在层面的情况，同时受到学者

的广泛研究。如股东治理层面的股权集中度指标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大股东对企业的控

制能力。股权集中度主要涉及：一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问题；二大股东与小股东的代理问题。对于我国上市

公司而言股权集中度高的情况较为普遍，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更为突出，大股东会侵害小股东的

利益，会为规避风险弱化政府补助的作用，降低其在创新方面的作用（吕晓军，2016），但也有研究认为大股东

追求高收益会对企业研发投资带来正向影响（Hill和 Snell，2010），所以现有学者认为股权集中度与企业 R&D
创新之间不是一种简单的正向与负向影响，而是呈“U”型关系（秦汶鑫和程明，2018）。综上股权集中度指标

会对企业创新活动带来重大影响，是股东治理层面代表性指标之一。通过运用因子分析，得出如下所示的公

司治理综合得分如式（1），其中 F2010表示企业 2010年公司治理综合得分，F2017表示企业 2017年公司治理综合

得分，F1、F2、F3表示因子分析中得到的三个因子，其代替了原有的 9个因子，计算出了 490家公司 2010—2017
年的公司治理综合得分，从而来看待公司治理水平对政府补助与企业合作创新之间起到的调节作用。具体

调节变量定义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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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2010 = 0.3747F 1 + 0.2927F 2 + 0.1977F 3⋮
F 2017 = 0.2588F 1 + 0.4044F 2 + 0.2388F 3

（1）

表 1 调节变量定义及指标说明

调节变量

公司治理水平

一级指标

股东治理

管理层
治理

员工治理

二级指标

股权集中度 X1
机构投资者 X2
董监高持股 X3
董事会规模 X4

独立董事比例 X5
高管层规模 X6
高管层薪酬 X7
受教育水平 X8
员工人数 X9

三级指标

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合计

机构持股比例合计

董+监+高持股比例合计

董事会人数

独立董事/董事会人数

高管人数

ln（高管前 3名薪酬之和）

本科学历人数占比

ln（员工总数）

研究的另一调节变量为要素市场，要素市场发育程度高意味着外部人力、资本要素环境宽松、融资成本

降低，企业易获得政府、金融机构的支持，发挥政府补助的积极作用，从而加大创新投入获得超额收益（李德

山和邓翔，2018）。因此选取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指标衡量要素市场因素，数据来源于樊纲《中国市场化指数报

告》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指数，其由金融业市场化、人力资源供应条件、技术成果市场化三方面综合计算得出。

由于相关数据公布的延迟，其中 2010—2016年的数据来源于官方数据，2017年根据往年平均增长率推算得

出，同时采用制造业上市企业办公地点所在省份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指数作为该企业所在外部要素市场发育

程度高低的评估，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指数评分越高，表明企业创新所在要素市场化程度越好。

4. 控制变量

参照同类主题研究成果，本文选择包含资产规模、人员规模、投入水平、知识比重、营运能力 5个细分指

标作为控制变量。其中，资产规模以资产总计 ENS衡量，取自企业 t-1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人员规模

EMP，取 t-1年末拥有在职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企业资产规模、人员规模越大，实力越雄厚，越可能进行创

新活动；投入水平 RRD，取企业 t-1年末统计研发支出总额的对数，每年研发支出资金越多，表明企业越重视

创新发展，越愿意投资 R&D活动；知识比重，以技术密集度 TEI衡量，取技术人员数除以员工总数，企业知识

技术水平越发达，越愿意通过创新不断提升技术水平；营运能力，以资产收益率 ROA衡量，取自 t-1年末财务

报表中的资产收益率，企业资产收益率越高，企业经营状况越好，外部投资者愈加青睐，帮助企业实现创新投

资良性循环。变量定义见表 2。
表 2 变量定义及指标说明

类型

因变量

自变量

调节变量

控制变量

变量

企业合作创新

政府支持

公司治理

要素市场

资产规模

人员规模

投入水平

知识比重

营运能力

观测变量

企业合作创新 CIP
政府补助 GOV

公司治理水平 CGL
要素市场发育程度 FM

资产总计 ENS
员工总数 EMP
研发投入 RRD
技术密集度 TEI
资产收益率 ROA

指标说明

ln（当年联合申请的发明专利数量+1）
ln（政府补助）

因子分析

樊纲《中国市场化指数报告》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指数

ln（总资产）

ln（员工总数）

ln（研发支出总额）

技术人员人数/员工总数

净利润/总资产

（三）模型设定
借鉴已有成果，考虑政府补助、公司治理及要素市场对制造企业创新水平、企业合作创新的影响，以及行

业与时点的非观测效应差异，建立平衡面板数据的行业时点双固定效应模型如下：

CIPi，t = β1GOVi，t - 1 + β2MOD i，t - 1 + β3GOVi，t - 1 × MODi，t - 1 +∑
j = 1

6
φjCONTROLji，t - 1 + indi + yeart + εi，t

（2）
其中：CIP是因变量，表示企业合作创新；自变量为 GOV，表示企业受到的政府补助；MOD为调节变量，是由公

司治理 CGL和要素市场 FM两个变量组成的向量；交互项 GOV×MOD中 GOV×CGL 主要衡量公司治理调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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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补助与企业合作创新之间的关系，GOV×FM 主要衡量要素市场化调节政府补助与企业合作创新之间的关

系。控制变量 CONTROL是由资产总计 ENS、员工总数 EMP、研发投入 RRD、技术密集度 TEI、资产收益率

ROA 5个变量组成的向量。ind为行业固定效应，year为时点固定效应，i表示上市公司，t表示年份。

（四）描述性统计
表 3列出了因变量、自变量、调节变量和控制

变量的样本量、平均值、最小值、最大值和标准差

的描述性统计特征结果。从表 3可以看出，代表

企业合作创新变量 CIP最小值为 0，最大值则为

7.7874，表明我国沪深 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在联

合创新水平方面差异较大。政府补助金额取对

数的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12.8955，标准差为

1.9101，说明在 2010—2018年，政府对我国沪深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补助金额离散程度较大，各行

业制造企业在获得政府补助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五、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政府补助与企业合作创新的主效应回归分析
表 4是根据研究设计的关于政府补助驱动企

业合作创新的行业时间双固定效应回归的结果。

模型 M1是对变量 CIP进行回归且只添加了控制

变量的基准模型，在此基础上在模型 M2中加入

了政府补助 GOV，得到 GOV回归系数为 0.0228
（p=0.0020），表明在 1%的水平下，政府补助驱动

企业合作创新行为的产生。说明一方面，政府补

助资金的注入，帮助企业分担了成本与风险，提

高了企业创新意愿（Bronzini和 Piselli，2016）。同

时政府补助向外发出的市场信号，增强了外部投

资者信心（Meuleman和 De Maeseneire，2012），缓

解了资金约束（Antonelli和 Crespi，2013），从而扩

大了 R&D规模，增加了企业知识、技术资源的需

求，提高了企业合作意愿，驱动企业合作创新的

产生；另一方面，政府补助向外发出的质量信号，

向外界表明企业创新潜力与未来前景（Meuleman
和 De Maeseneire，2012），放大了降低企业创新不

确定性从而吸引企业搜寻的积极信号，帮助企业

为获取知识与技术开展相关 R&D项目达成创新

突破找到满意的合作伙伴，这又进一步驱动企业

合作创新的产生，不仅验证了假设 1，也验证了

Bianchi et al（2019）的研究，即政府补贴是技术合

作的信号。

（二）政府补助与企业合作创新的调节效应回归分析

为验证公司治理因素调节效应是否显著，在模型 M2基础上增加了调节变量公司治理 CGL得到了模型

M3，又在模型M3基础上进一步增加政府补助 GOV与公司治理 CGL的交互项 GOV×CGL得到了模型M4，综观

这 3个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交互项 GOV×CGL的回归系数显著（β=0.0436，p＜0.10），说明在获得政府补助的

同时，企业在关注利益相关者共同利益处于高水平协同治理的情形下，企业会加大 R&D投入建立竞争优势

表 3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

CIP

GOV

CGL

FM

ENS

EMP

RRD

TEI

ROA

观测数

3920
3920
3920
3920
3920
3920
3920
3920
3920

平均值

0.7064
7.4499
-0.0001
6.5004
13.2938
8.3423
8.8873
16.4148
0.0363

最小值

0.0000
0.0000
-1.0600
-1.5600
9.0802
3.3320
0.9658
0.0370
-1.0375

最大值

7.7874
12.8955
1.4200
13.6700
18.0970
12.1390
14.0749
90.2790
2.3469

标准差

1.1581
1.9111
0.3189
2.8122
1.2931
1.1416
1.8603
12.9467
0.0885

表 4 回归结果

变量

ENS

EMP

RRD

TEI

ROA

GOV

CGL

GOV×CGL

FM

GOV×FM

行业效应

时间效应

R2

M1
0.2175***
（0.0000）
0.1053**

（0.0180）
0.0296***
（0.0030）
0.0036*

（0.0610）
0.6085*

（0.0600）

固定

固定

0.2725

M2
0.2037***
（0.0000）
0.1015**

（0.0220）
0.0285***
（0.0040）
0.0035*

（0.0630）
0.5972*

（0.0680）
0.0228***
（0.0020）

固定

固定

0.2769

M3
0.2039***
（0.0000）
0.1017**

（0.0230）
0.0285***
（0.0040）
0.0035*

（0.0630）
0.5978*

（0.0690）
0.0228***
（0.0020）
-0.0037

（0.9540）

固定

固定

0.2768

M4
0.2052***
（0.0000）
0.0982**

（0.0260）
0.0293***
（0.0030）
0.0035*

（0.0630）
0.6048*

（0.0630）
0.0246***
（0.0010）
-0.3266*

（0.0530）
0.0436*

（0.0750）

固定

固定

0.2833

M5
0.2007***
（0.0000）
0.1025**

（0.0210）
0.0275***
（0.0050）
0.0035*

（0.0650）
0.6021*

（0.0650）
0.0234***
（0.0010）

0.0299***
（0.0040）

固定

固定

0.2911

M6
0.2026***
（0.0000）
0.0990**

（0.0250）
0.0265***
（0.0070）
0.0035*

（0.0650）
0.6057*

（0.0660）
-0.0311

（0.1510）

-0.0263
0.2060
0.0077***
（0.0090）

固定

固定

0.2983
注：***表示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据为具体 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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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tlar et al，2014），政府补助也将会对创新活动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印证了 Hasan et al（2015）的研究，即

优越的公司治理会提高 R&D支出，遏制创新短视现象，验证了假设 2，即公司治理对政府补助与企业合作创

新的关系起到显著调节作用，放大了政府补助驱动机制，提高了企业合作倾向。同时，为进一步详细说明公

司治理调节效应是如何影响政府补助对企业合作创新的作用机制，绘制了公司治理调节效应图 2。如图 2所
示，公司治理水平高与低两条直线在政府补助约为 1.5424时有了交点，这表明当政府补助大于 1.5424，公司

治理处于相对较高水平时，政府补助对企业合作创新的驱动作用会更大；当政府补助小于 1.5424，公司治理

水平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时，政府补助对企业合作创新的驱动作用会更大，公司治理在其中起到部分调节效

应。出现这种情形有可能是因为当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资金相对较少时，管理层自身业绩不会被较小金额

的资金注入影响到，不会产生短视现象，政府补助会得到妥善利用，而且无论公司治理水平高或低时，政府补

助对企业合作创新的作用都大于 0，说明公司治理只是改变了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效应大小，没有改

变两者之间的方向。但随着政府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补助金额的不断提升，企业为了创新突破、产出成果，

还是有必要不断优化治理结构，提高公司内部治理水平，放大政府补助正面影响效应。

另为验证外部要素市场因素调节效应是否是显著，在模型M2基础上增加了调节变量要素市场 FM得到

模型 M5，在 M5基础上进一步增加政府补助 GOV与要素市场的交互项 FM×GOV得到模型 M6以探讨两个变

量交互作用对企业合作创新带来的影响。综观这 3个模型，交互项 GOV×FM的回归系数显著（β=0.0077、p＜
0.01），说明要素市场发育程度高的情形下，企业倾向于寻求创新带来的超额回报，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发挥

了良好的激励效果，同时企业创新规模扩大刺激企业寻求外部的知识与技术，促成企业间合作创新的产生，

验证了假设 3，也印证了杨洋等（2015）提出的要素市场发育程度高的地区，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

作用更大。同时，为进一步详细说明要素市场调节效应是如何影响政府补助对企业合作创新的作用机制，绘

制了要素市场调节效应图 3。如图 3所示，无论要素市场发育程度高或低，政府补助对企业合作创新均起到

正面影响，当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更高时，政府补助对企业合作创新的作用会更大，说明要素市场的调节作用

为增强调节作用。这就表明为给企业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与环境，政府部门必须不断提高要素市场化，确保

企业 R&D活动所需的人力、资本等要素资源配置得当，以便企业创新活动需求得到满足，从而进一步扩大企

业创新规模，实现创新突破，产出更多联合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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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公司治理的调节效应 图 3 要素市场的调节效应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考察上述研究结果的稳健性，采用以下几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①因变量替换差异，将衡量合作

创新的指标 CIP替换为当年联合申请的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数量总和联合创新水平指标 CIP2；②考虑

到不同行业的企业分布，将只有较少样本的 C18、C19、C20、C23、C40、C41这 6个二级行业删掉进行检验。以

上两种检验结果表明模型的系数值和伴随概率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观察 GOV、GOV×CGL及 GOV×FM等

主要观测变量的回归系数和伴随概率发现与原结果只有细微差距且依旧显著，与前文的研究结论一致，结果

见表 5和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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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因变量替换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ENS
EMP
RRD
TEI
ROA
GOV
CGL

GOV×CGL
FM

GOV×FM
行业效应

时间效应

R2

M1
0.2684***（0.0000）
0.1081**（0.0310）
0.0319***（0.0040）
0.0035（0.1170）
0.7911**（0.0500）

固定

固定

0.2913

M2
0.2503***（0.0000）
0.1036**（0.0380）
0.0304***（0.0050）
0.0033（0.1210）
0.7752*（0.0580）
0.0306***（0.0000）

固定

固定

0.2960

M3
0.2505***（0.0000）
0.1035**（0.0380）
0.0304***（0.0050）
0.0034（0.1210）
0.7777*（0.0570）
0.0306***（0.0000）
-0.0107（0.8850）

固定

固定

0.2958

M4
0.2519***（0.0000）
0.0996**（0.0440）
0.0312***（0.0040）
0.0034（0.1210）
0.7858*（0.0530）
0.0326***（0.0000）
-0.3815**（0.0390）
0.0501*（0.0590）

固定

固定

0.3020

M5
0.2451***（0.0000）
0.1048**（0.0350）
0.0290***（0.0070）
0.0033（0.1250）
0.6024*（0.0650）
0.0315***（0.0000）

0.0428***（0.0000）

固定

固定

0.3136

M6
0.2475***（0.0000）
0.1014**（0.0410）
0.0280***（0.0090）
0.0033（0.1240）
0.7872*（0.0550）
-0.0254（0.2770）

-0.0158（0.4850）
0.0081**（0.0110）

固定

固定

0.3202
注：***表示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据为具体 p值。

表 6 删除个别行业数据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ENS
EMP
RRD
TEI
ROA
GOV
CGL

GOV×CGL
FM

GOV×FM
行业效应

时间效应

R2

M1
0.2255***（0.0000）
0.1044***（0.0020）
0.0303***（0.0030）
0.0036*（0.0620）
0.6154**（0.0570）

固定

固定

0.2716

M2
0.2112***（0.0000）
0.1002**（0.0250）
0.0291***（0.0040）
0.0035*（0.0630）
0.6028*（0.0650）
0.0241***（0.0010）

固定

固定

0.2761

M3
0.2111***（0.0000）
0.1002**（0.0260）
0.0291***（0.0040）
0.0035*（0.0640）
0.6026*（0.0660）
0.0241***（0.0010）
0.0003（0.9960）

固定

固定

0.2761

M4
0.2123***（0.0000）
0.0967***（0.0030）
0.0296***（0.0030）
0.0035*（0.0640）
0.6087*（0.0620）
0.0259***（0.0010）
-0.3204*（0.0630）
0.0432*（0.0820）

固定

固定

0.2824

M5
0.2081***（0.0000）
0.1015**（0.0230）
0.0280***（0.0050）
0.0035*（0.0650）
0.6078*（0.0620）
0.0247***（0.0010）

0.0300***（0.0040）

固定

固定

0.2904

M6
0.2098***（0.0000）
0.0977**（0.0280）
0.0270***（0.0070）
0.0035*（0.0660）
0.6116*（0.0630）
-0.0303（0.1650）

-0.0271（0.1990）
0.0078***（0.0090）

固定

固定

0.2977
注：***表示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据为具体 p值。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 2010—2018年我国沪深 A股制造业 490家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从行为额外性视角，考察了

政府补助对制造企业合作创新的作用机制，同时还探讨了公司治理与要素市场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研

究结果表明：

首先，政府补助除传统的对企业研发投入和产出带来影响，从行为额外性视角来看，还能够显著驱动企

业合作创新的形成。由于创新活动的知识密集性，公司内部资源不能够完全满足创新条件，需向其他企业寻

求合作弥补所需资源，政府补助发出的市场信号帮助企业多渠道获得外部资金，为企业支付了寻求企业间合

作的资金成本和搜寻成本。同时政府补助项目增加了企业资源与经验，向外发出了质量信号，增强了企业跨

领域搜索合作伙伴的能力，驱动了企业间研发合作的形成，使得企业间合作创新成果增多。

其次，公司治理显著调节了政府补助与企业合作创新之间的关系。高水平的公司治理以共同利益为目

标，发挥了更好的协同作用，帮助企业信息更加透明化、遏制了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有效防止

管理层为了自身业绩导致短视研发决策的产生，使得政府补贴得到合理的利用，放大了政府补助作用效应，

从而进一步驱动企业间合作创新的达成，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与水平。

最后，要素市场显著调节了政府补助与企业合作创新之间的关系。要素市场化程度高，政府与企业关联

透明化、正常化，两者之间的寻租行为与投机创新行为减少，政府补助资金得到有效利用。同时要素市场化

程度高，则要素价格扭曲程度低，外部金融市场环境、技术人员供给、技术成果转换制度更适宜企业 R&D活

动，企业更倾向于投资创新项目而不是依赖人力低成本来获得收益，政府补助更能发挥引导作用，帮助企业

获得相关资源，从而帮助企业达成合作创新项目，形成竞争优势，提高企业自身实力。

本文的研究从行为额外性视角研究了政府补助对企业合作创新的影响机理，考察了内部公司治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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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外部要素市场因素在其中起到的调节效应，拓展了现有文献对政府补助与企业 R&D之间关系的认识。结

合研究发现，对实践管理的启示如下。

第一，政府补助是提升制造企业联合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的重要推动力，受到政府补助有利于企业筛选

合作伙伴，增加资源与经验驱动企业合作创新项目的产生，促成企业间的合作。企业间合作有利于攻破创新

难题，互担风险，提高创新成果的水平。为此，政府应加强对企业合作的引导，放大企业质量信号，通过调控

补助政策鼓励企业与产业链中的企业进行合作，加快高质量创新成果的产生，有效推动创新驱动战略的

实施。

第二，企业要重视与完善自身的治理水平。高质量的治理水平不仅有利于企业的协同经营管理、保护相

关利益者利益，更有利于政府补助的运用，对企业创新进行整体把控，提升政府补助的实施效率，从而提升企

业的创新水平与实力。因此，企业应重视公司治理结构，不断改善公司治理水平，做好创新管理与决策，进而

提升企业创新水平、绩效水平。

第三，应不断改善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营造有利于企业创新的外部市场环境。政府应放弃要素市场扭曲

带来的短期经济效益，放松对人力、资本要素的管控，建立合理的人力要素价格体系，让金融机构、信贷部门

自由自主根据市场发展决定相关要素的使用，鼓励并引导人力、资金要素流向企业创新活动，同时建立完善

的财政政策，发挥政府补助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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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Subsidy to Enterprise Cooperative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havior Additivity：The Moderation Effec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Factor Market

Jiang Zhangsheng1，2，Zhou Jie1
（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8，China；

2. Zheshang ResearchInstitute，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8，China）
Abstract：Taking 490 A‐share manufacturing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from 2010 to 2018 as research samples.
Studying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to enterprise cooperative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havioral
additionality，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moderation rol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factor market factors in it. It is found that：First，
government subsidies can drive the formation of enterprise cooperative innovation from three aspects：capital，signal and project.
Second，the higher the level of corporate governance，the more effective the government subsidy driving mechanism can be amplified，
thus further driving cooperation innovation among enterprises. Third，the higher the development degree of the factor market，the more
reasonable the allocation of market resources. Enterprises are more inclined to take R&D activities to obtain excess returns，and
government subsidies can play a better role in guiding and driving resources. The research findings provide som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reference for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subsidies，regulating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acceler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Keywords：government subsidy；cooperation innovation；corporate governance；factor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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